
往  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九十二期   二零一零年五月九日 

 

山之骨  

——朱厚泽回南国友人信 

 

钙，世之所珍。至于其人，山村野夫也。出身边陲，远离京华。无奈赤诚的

良知乘时代的大潮被卷入风暴漩涡。沉浮之间，身影偶现，时而入人眼目罢了。

野气未消，钙性难移，但恐所剩无几矣。 

君不见，遮天蔽日的蒙蒙雨雾，吸附着千年郁积的瘴气与近代生活的污烟，

早已把那山之骨溶蚀得满目疮痍。山岩挺立的轮廓，在晚霞的余晖中朦朦胧胧，

昏昏糊糊，迷迷茫茫，已经难以辨认了。它正消失在黑暗之中…… 

山之骨，它还会于晨曦中，重新披上彩霞，再现它的身影吗？ 

是的，当那山之骨从溶蚀它的茫茫酸雨、地下潜流，从浩瀚的林莽深处、野

草丛里，渗过泥沙与岩缝，历经艰辛和曲折——沉积、蒸腾、散发，摈弃了那污

烟和瘴气之后，它必将会重新凝结出来。 

那洁白透明的钟乳，磷磷闪光的石花，巍峨的玉柱，雄奇的石林，神秘的溶

洞……那不是新生的山之骨吗！那新生的山之骨，必将比它的母亲——被溶蚀的

朴实无华的野性山岩，千般壮丽，万般诱人…… 

对这一天，人们满怀希冀、信心和激情。但是，那只能存在于未来，我们难

以触及的未来。它不会出现在明天，或明天的明天。 



 
（原载《东张西望——朱厚泽摄影散篇》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 

 
 

朱厚泽谈“三宽” 
 
朱厚泽 (以下简称“朱”）： 最近年把，广东的领导谈思想解放的第一条说要保证“三宽”；

据中国社科院的院报，该院管日常工作的领导，在布置全年工作的会议上也讲：“现在要进

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宽松、宽容、宽厚。”接着又讲：“在政治上要有底

线，这就是爱国。在科学上也要有底线，这就是符合事实”；另外，周瑞金写了一篇文章登

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上，他在评论一部研究《水浒》的新作时，也讲要创造一个宽松、

宽容、宽厚的文化氛围。然后，把我 2007年 11月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座谈会上的讲话一
段一段的引，但是在引的当中也加了东西，加了一个“要不违背宪法”。 

后来有人问我，说：“你看，现在提倡思想解放的和思想一贯保守的都在正面的宣传你

这个‘三宽’，但同时都加了一点话，加了底线。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说不能加！思想

自由的三个宽不能加任何的限制。当年乔木和邓力群对我的批判，也不是讲你这“三宽”不

对，就是反对没有任何底线的或者没有任何前提的“三宽”，批的是“没有任何前提”。 
我为什么说不能有任何前提呢？宪法总得有啊，你总不能说你思想自由连宪法都不管

吧？就是连宪法都不管！思想自由是不受宪法管的，因为包括对宪法的讨论、批评和批判在

内都是自由的。它就这么个问题，这个问题非说到底不可，不说到底就要出事！宪法你不能

不遵守吧？但是作为思想言论自由来讲，它不仅可以违背你的宪法，而且可以直接批判你的

宪法，要求你宪法什么要改，这是完全自由的。否则就不能叫作思想自由。 
访谈人（以下简称“访”）：现在回想起来，您在中宣部一年多时间，如果说有所主张的

话，“三宽”是不是唯一的？ 
朱：恐怕也就是。从一九八五年八月到中宣部，我有半年没敢讲话，没法讲。我对宣

传工作以及意识形态的考虑，和有些人是顶着的，这怎么讲啊？我也不开全国宣传工作会。

后来到了八五年底（老是不讲也不行的嘛），耀邦问我：“怎么样，来了半年有什么反映？”

我说听到的反映就是说我这个人“没有动静”，一般的部长来了以后新官上任三把火啊，这

人来了以后不吭不哈的怎么回事呀？耀邦说：“逐步的要放开一点。”后来叫胡启立、王兆国

给我带话，“大胆一点儿，准备个报告提交给书记处讨论，讨论以后我们大家支持你，放开

一点干嘛。” 
我一听耀邦这个话我就觉得耀邦怎么这样天真啊！我要把我的观点和盘端出，整理成报

告送到你书记处讨论，那通得过吗？通不过的，不可能通过。管意识形态的那些老爷一个给

你说一两句不赞成的话，下去我看你怎么办？那以后我就不能再讲了，再讲的话我就犯规了，

我的话都讲不出来了。另外从组织上来讲，耀邦你也不能用这个办法啊，我讲了以后人家都

不赞成，你怎么支持我？ 
那么为什么不开全国宣传工作会呢？我是有理由的。因为一九八六年，党中央的日程就

是一件大事：秋天要召开六中全会，讨论制定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这个大日程是八五年就

定了的，耀邦亲自主持，起草这个文件，而且要召开中央委员会、中顾委、中纪委，三个委

员会的全体会议来讨论这么一个全党的重要文件。我说这是全国最高规格的宣传工作会议，

宣传工作不讨论这个还讨论什么？这是最大的宣传工作，最大的意识形态会。既然这一年要

开这个会，那么中宣部作为党中央的一个工作机构，一个部门，当然不宜提出全局性的问题

去进行讨论。只能围绕着中央起草和制定这个文件，作一些上下沟通的工作，把下面的情况



反映给中央，把中央起草过程中的意图传达给大家，共同为制定好这样一个文件服务。我的

理由就是这个。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用什么办法来贯彻我的意图呢？我就是东讲一点，西讲一点，全

是讨论工作里面的意见。因为总的东西你等着，六中全会要制定大文件，那时咱们大家按照

那个办就是。现在正在起草，起草过程当中，我们参加这里的讨论会，参加那里的讨论会，

这里讲一点那里讲一点，用这种办法来推进工作。 
因为党中央定的秋天要搞这个东西，各地就围绕着它开展讨论意识形态问题，上海叫文

化发展战略讨论会，武汉叫精神文明建设讨论会，广东叫精神文明建设讨论会。大家都在开

会，我中宣部也在开会，我开会就是听你们会的意见，把你们的意见向中央报告。他们在起

草过程当中有什么东西要传达的我就给他们传达，我们自己也参加讨论。三个宽就是在这样

的情况下出来的，是作为我个人的意见。我不发文件，通过这个形式把自己的思想意见透露

出去。 
访：您第一次讲“三宽”是什么时候？ 
朱：第一次讲，大概是八六年的三月八号，是在全国音协召开的全国理事会上，是对

音乐家们讲。地点是在北京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饭堂里面，参会人围坐在吃饭的圆桌子旁。

记得当时是我拉着周巍峙、高占祥等人，我说人家音乐家在开全国理事会，和咱们都有关系，

一起去看看他们嘛。这样就把他们几个拉去了。那天下午会议厅可能有别的人在用，所以只

好在饭厅里开会，就在他们当中，我说到了“宽松”。 
访：现场有多少人？ 
朱：就几十个人，不到一百人。我本来到会是想听他们的意见，我说：你们音乐工作

者有什么意见？结果他们都不说，他们说我们的东西都在会议简报里，到时给你一份。他们

说“你说一点嘛。”这样子就用聊天的方式讲出来了。这个东西《文艺报》的记者文春做了

详细记录，她整理后非要发不可（《文艺报》是文联和作协的），把稿子给我看，我觉得她还

真是抓住了要点。我做了些修改，便放下来了，没有发。后来他们就来催，我说不发行不行

啊？交换意见嘛，当时也没稿子，就是随口谈的。结果后来他们还是坚持要发，那好吧。这

样《文艺报》的头版头条发了这篇东西。她告诉我《文艺报》全国发行量很少，没有多少份。

就这样发出去了。这个东西一个是文艺家下去传达，一个是报纸发表了。各方面听到这个东

西以后反映很强烈。 
书记处里面的人反映最强烈的是谁呢？万里。万里这人讲话非常带感情。你赞成可以啊，

可他老人家讲话可真不留情面的。书记处开会，都在那儿，我们列席的几个在这边，邓力群

坐在旁边，万里就站起来，指着邓力群的鼻子说：“你就说不出这些话来。”邓力群是主管中

宣部的书记处书记，你说让我在宣传部怎么过呀？习仲勋他们都赞成。 
就在音协那个会的第二天，我去参加出版家协会的代表大会，那个会我完全没准备讲话，

结果去了他们叫我讲。我说根本没有叫我讲我讲什么，你们是闭幕式，我是来看看大家的。

我确实不愿意讲，因为他们开幕式是请邓力群讲的，邓力群究竟讲了什么我根本没看。后来

他们说不行啊，大家都坐好了等着你来讲呢，讲一点吧。于是在这个会上我又讲了一通，也

是没稿子的讲话。两天时间讲了两次，这次比第一次讲的还要长。 
大概过了一个月，杜导正把我拉到八大处北京军区招待所，他正在开《光明日报》全国

记者会，又要我在那儿讲，结果我又在那里讲了一段，那天可能讲的更多一点儿。当时杜导

正用录音整理出一个详细的记录稿给我，我改完以后就把它扣下了。杜导正跟我要，他说我

们在报纸内部发一下行不行？我说你还是别发了。那篇东西现在还在我这里。 
那个讲话讲的就更宽了，包括经济体制改革。讲到我们原来把社会主义经济看成是一个

大机器，它通过一个总发动机，齿轮，皮带环，把所有的环节都连到这个大机器上一起同步

运转，这个是我们最理想的模式。为什么说它不行？因为这种“大机器”体制只要有一个齿



轮甚至一个螺丝钉出了问题（坏了），往往就会影响整个“大机器”的运转，显然这是不可

取的，我们所需要的，应该是各个环节都具有自主发展能力的体制。 
这几个东西分别传出去以后，各方面反映都很强烈。 
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几件事。 
一个是邓力群跑到安徽去批“三宽”，说“三宽”不是中央的意思。——哎，我从来也

没讲过是中央的意思，你批不批我，我不在乎。那时书记处成员，包括邓力群出去视察工作

都有记录，地方党委都有记录，记录完了要报中央的，中央收到以后，中办印发给各部，就

知道谁去什么地方视察，讲了些什么。但是邓力群批“三宽”，却未见记录，安徽没记这个

东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没搞清楚。 
一个是胡启立视察上海。他谈的很宽，什么科技界、经济界、教育界，到处他都开座谈

会，讲话讲的非常好，可以说，我们讲话总的精神都是一致的。上海市委有一个记录，他们

给他汇报，说我们要开文化会，要印一些文件给大家看，等等。胡启立回答的话我记得清清

楚楚。胡启立回答了两个事，一个是解释他关于《迷人的乐队》的讲话。因为在这之前不久，

由某领导人安排，在中宣部楼下的电影厅里我们看《迷人的乐队》，看完电影不叫走，然后

由拍《迷人的乐队》的一帮子人在那儿发难，诉说他们如何受迫害，骂了一通。胡启立参加

看电影，我也参加了看电影，我知道这背后有名堂，但不知具体是啥名堂。这个事情可能是

对着耀邦来的。耀邦曾叫人去北影还是去八一制片厂做调查（那儿两派闹的很厉害），回来

以后似有不同意见，这是一个背景。另外一个背景是，上海的大导演谢晋他们评金鸡奖、百

花奖，《迷人的乐队》没有评上，《野山》评上了。大概这个事情有人发火了，骂了一通，逼

着胡启立在那儿表态。胡启立就讲了一番支持的话嘛，人家就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了，然后

到处发。上海就提出来要学胡启立在《迷人的乐队》放映式的那一段讲话。胡启立说电影这

个艺术作品是要大家去评的，他那个讲话只是看了电影后即兴讲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不

同意印发出来给大家学。这是胡启立说的一个事。 
但是，他说的另一件事就有点蹊跷了。胡启立说“厚泽同志出来讲的那些话（按：指讲

‘宽松’问题），是跟中央报告了的，讲的是好的。”（其实我没有报告过。）显然是上海有人

告了我的状，他们大概已经知道邓力群的意见，问胡启立“朱厚泽讲话是不是中央的意见”，

这种问话上海的记录里面没有，但是，如果没有人问，他回答干什么？但是接下去胡启立的

话就让步了：“至于用词嘛，‘宽松’这个词可以斟酌。”我估计是已经攻这个问题了，要不

然他回答这个问题干吗？胡启立的讲话里面原来有“宽松、和谐”，但是在正式发表的时候，

标题是用的“团结、和谐”，而不用“宽松、和谐”。 
关于这样的用词后来还闹了一个小故事。苏绍智老学究，在《红旗》杂志开的一个什么

会上，讲了宽松、和谐，但是发表他发言的时候就给他改成了“团结、和谐”，就是按照胡

启立的话改了。这本来没什么了不起的，苏绍智这个人也有味道，他不高兴（要不我说他是

个老学究呢）。他说：“我本来说的是‘宽松、和谐’，你怎么给改成‘团结、和谐’了呢？

宽松、和谐跟团结、和谐是两回事。你不征求我的意见就给我改了。”他硬是正儿八经的为

这事写封信给于光远，他说我的发言《红旗》杂志没征求我的意见就给我改了。——就为这

个词，马列研究所的所长发这么个火（这封信现在还在我这儿呢）。于光远收到苏绍智的信，

就写了封信给我和启立，说“把苏绍智写给我的信转给你们阅。我们宣传工作就是有个毛病，

爱抠字眼。官方写文件、搞决议，用什么词、用什么字当然要研究、要推敲，个人讲话，各

人有各人的风格嘛，非要强求统一干什么”。写了这么一篇东西，还把苏绍智的信附在一起。 
为什么用什么词的问题会闹的这么厉害？我想因为“宽松”这个词，实际上跟那些人要

拧紧螺丝钉、要整自由化顶着的，他们觉得这个话是踩了他们的痛脚，不然就这两个字费那

么大劲干什么？ 
后来为什么我把三个宽连在一起讲？就因为我已痛感到这个闹腾的用心。我讲宽松、和



谐有人就受不了了，就要开展批判，再加上启立的让步，还要改词换句，似乎原来的词有什

么不妥。 
对这种局面，我是两个办法。一个，我不公开跟他们争论，低调处理，反正个人意见，

大家在酝酿中嘛，六中全会最后要定文件，忙什么呢？另外一个，我坚持了我的观点，没让

步。后来我看形势越来越不行，干脆在文化厅局长会议上就把三个宽一起抛出来。原来只讲

到宽松，或宽松、和谐，这一次我把三个宽连在一起讲。我说： 

今年（1986）是“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五·一六”通知发布二十周年；“文革”结束十
周年。把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好像有点荒唐，但实际生活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的路就是这样
走过来的。这使我们看到，生活不像长安街一样笔直，它是曲折的。而这个曲折道路给我们
提供了一个信心，就是真理终究会战胜谬误，人们终究会从具有某种盲目性的状态中解放出
来，即经过实践和反思，走向自觉，达到更加成熟。 
  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
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
点，不要急急慌慌做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要加以支持。如果在这个问
题上不注意，恐怕不仅是思想文化的发展，其他方面要发展也是难以想象的。  
    有篇文章，讲到宽厚、宽容和宽松。三个“宽”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跟我们原
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
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完全刚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
会从各个方面来。保持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抗“冲击”。多少带一点
弹性、柔性，这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
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把握得更妥善
一些。 

你注意我这段话，我不光讲思想文化上的宽松问题，我讲到小至家庭关系，夫妻、父母、

子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宽松都会好一些。这是有点挑战性的嘛，这话说出去以后

就把那些反对的声音给顶回去了。顶回去当然就惹火他们了。正面的反应，就是某常委给我

打电话，“厚泽，你那个‘宽’的文章不要再做了。” 
我这次讲话，还有几点，可能也使人不高兴。比如讲到文化产品，我说它要通过市场为

消费者所接受，要培养文化事业的经营家，要会经营文化事业；我还讲到，在已经有了一个

完整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以后，如何对待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成果；最后讲到，

一切都要建立在提高文化修养的基础上。那天讲的比较多，讲的时候没有稿子，《文化报》

的人把全部录音整理了，发在他们的报纸上（我不许大报发）。结果《人民日报》理论部把

《文化报》的那个记录拿来以后摘录发了，那等于公开发了。 
我在音协的讲话，在胡启立讲话以前只有《文艺报》发了，别的报都没有动，新华社当

然更不会给你发通稿。由于胡启立在上海讲话对我总体上是支持的，好几个报就陆续转载《文

艺报》上的那篇东西。我在出版家协会的那个讲话，出版局的一个公开刊物发了，后来《读

书》杂志又发了，地方上的一些报刊也在转载。另外我在小会上的讲话他们也到处发，比如

那一段我讲过：鸦雀无声不行嘛，也不可能嘛，我们要学会“在议论纷纷中正确引导，在众

说纷纭中择善而从”。 
反正那段时间我讲的比较多，因为我不是整成体系的来讲，不是说准备个报告出来，都

是东一点儿西一点，这里讲一点那里讲一点，就把这个思想给传播开了。 
但是，《人民日报》发了以后我就没讲了，因为某常委给我打招呼了。我知道这不是他

个人的意见，“上面”已经受不了嘛。 



访：我们当时看到这个提法，第一是眼前一亮，第二是感觉来无影去无踪。您是在什

么样的背景下提出“三宽”的？  
朱：我来以前，邓力群搞的后期是很不得人心的。最后引起意识形态领域争论双方关

系的极端紧张的事件，就是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八四年冬八五年春，我当时还没来），代

表开会选举作协领导机构。人家把名单磨了一年，都安排好了，等到了给书记处会议汇报的

时候，张光年问这个名单是指导性的还是指令性的？如果是指令性的，那我们就动员党员按

这个选了。如果是指导性的，那么可以告诉给大家有这么一个名单，让大家考虑。胡耀邦回

答：“既不是指导性也不是指令性，是无效性。”作家还不会自己选吗？让你替人家搞名单？

万里大概也说了类似的话，一家伙把那个名单给推翻掉了。推翻了以后让作家自己选，一选

把那些老左全选掉了，这下就惹火了嘛，把刘宾雁选成副主席了嘛。其实不单是选上刘宾雁

了，贺敬之没选上，你别看这是小事啊，中宣部的副部长，延安文艺的代表啊，他们那一帮

人要把他拱上去做代表（他的年纪最轻，我来的时候所有副部长都退光了，就剩下一个贺敬

之）。 
我从贵州来以前，有位年轻的贵州省委副秘书长到中办参加一年的调研（那时候搞上下

交流干部），写了封信给我，谈到参加中办调研工作时，听说上面对意识形态领域非常不满

意。一个是对作协代表大会很不满意，一个是对评电影不满意（把《红衣少女》评了奖了，

而且发奖时，一大堆追随者，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粉丝，捧着那些演员从成都一直闹腾到乐山，

怎么个不象话，新华社反映了这问题，不知哪个领导人批得很厉害）。 
我对这些是当新闻听，知道点北京新闻，我没想到会跟我有什么关系，结果弄得叫我来

管这件事。我跟人家主张的东西正好是相反，我觉得这么多年我们的意识形态太僵化了，根

本就是应该进一步突破，结果领导人已经不满意说是现在放得太开了，叫我来管，叫我当刽

子手去镇压，这跟我的想法正好是相反的。为什么我来之前贵州有人认为我是“升官”，而

我说是“跳火坑”啊？ 
到中宣部以后，更感觉到我们对意识形态管得太死。比如，书记处会上讨论，不同意人

家电影家评出来的《野山》——这干什么啊？连这么具体的事都管，对此我是不满意的。特

别是那次会上赵紫阳说了那句名言。会上有人说，这次评奖不是马马虎虎的，大家还是很认

真的，评的东西还是注意了政治的，《野山》还是反映改革开放的。赵紫阳当时就火了，说：

“改革开放就是换老婆吗？”呵呵，岂有此理嘛。我都没想到赵紫阳发这么个言。文艺作品

你怎么能这么评价？（《野山》写的故事，两兄弟，老哥比较保守，在家种地，老弟比较开

放，出了山到外面做生意。嫂子是比较开放的，弟媳妇是比较保守的，在家里，结果嫂子跟

弟弟出来又是做生意又是搞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好上了，那两个在家里的也好上了。

那部电影反映很强烈，大家都说不错的。）我觉得你中央书记处去管一个电影评奖而且正儿

八经提出叫人家重新评，这能行吗？所以散会以后，我私下对参加会议的苏云（电影家协会

副主席）说“不能重评”。（后来有一次，我碰到电影协会的一位女同志，问她评《野山》以

后是怎么个情况？她说我还想问你一件事。我说问什么？她说书记处讨论叫我们重评，走出

勤政殿，你对苏云说不能重评，有这事没有？我说苏云给你们讲了？她说：“讲了，是偷偷

给我们讲的。”我说还好，是偷偷讲的。） 
（插话：书记处作出的决定，您怎么就敢斗胆的一出门就给“废”了？这是“严重违反组织

原则”。）违反组织原则的事还有呢。严家祺跟高皋写的《文革十年史》，有人发了脾气，大
概是谭立夫，写了一封信告到耀邦那儿。这件事引起的事可大了，中央要把那本书销毁掉，

胡启立找到我，最后说到这个程度，“实在不行，你们中宣部拿钱把它买来全部销毁。”呵呵，

要搞焚书啊？哪能这样搞法了？我们就在那儿拖呀，拖到他们把书卖完就拉倒了。 
那时候有些人正想扑灭对文革历史的揭露，文革历史是禁区嘛，不允许写的，所以就一

定要整掉这本书。其实耀邦的批示非常有分寸：“任何历史，任何人都是可以写的。但是，



这段历史距现在太近，牵扯到好多人，所以对这个问题要慎重”。耀邦对谭立夫发脾气不满

意。但是这变成上面的事情了，因为只要一有人来揭发，说这本书不应该出，肯定有一帮子

上面的人就支持。 
（插话：实际上他们是借事生事。）一个是借事生事，另外一个，我们还有一种“内参

政治”。要想整个什么事就内外勾结好，叫新华社发一个内参上去，然后请一个领导同志在

上面加一个什么样的批语，然后就把这件事给挑起来了，或者要整谁，或者要保谁，或者要

把什么人树起来——就是搞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这个极权政治实在是糟糕的很。 
除了上边说的这些事，“三宽”的提出，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讨论和通过《精神

文明决议》。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是费了很大心思的，他是想搞成最好的一

个文件，而且不限于意识形态一个方面，要展开一个全面的改革开放的布局。但是这件事一

直伴随着激烈争论，邓力群、胡乔木他们就一直批。要按李锐和于光远他们的看法呢，就跟

批周扬人道主义那事一样，如果叫胡乔木来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决议》，他也不会都说些专

政的话，也会说些好话，但是一旦是别人来搞而且进一步解放思想，他就非整他不可。所以，

几乎是每次讨论都争论。因为这个文件涉及到整个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方针，究竟该怎么办？

他们要倒回去，耀邦想往前走——就这么个问题。耀邦主持起草这个文件，他几方面都要照

顾到，有些话他都不能说满，而且有些对方的话他不得不用到文件里去。我当时就比较自由，

因为我的这些话我从来不做文件。我不是现在来讲这话，当时我就区分这个东西。开宣传部

长座谈会，有些人说，“你讲了很多话了，我们在别的报纸上、刊物上都看到了，也都听他

们说了，你都不发给我们。”我说发给你们也可以。我就把中宣部办公厅副主任崔万云找来，

安排打印宣传部长座谈会文件，第一胡耀邦的讲话，第二胡启立的讲话，老爷子的什么，邓

力群的什么；然后是参考材料，参考材料里朱厚泽在哪儿的讲话，朱厚泽在哪儿的讲话。这

样，明确的把它分成两个东西，也就是说，我的讲话是参考，不算数的。我不想让它算数来

给他打，你站在阵地上来跟他打你没法打。但是这些讲话传播很宽，引起的反响很大。 
所有这些争论，到了开六中全会通过《精神文明决议》的时候，因为陆定一要求删除“资

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而引爆。结果邓小平出来讲，“我提出来反自由化，我最坚决，我讲

的最多，至少还要反二十年。不管这个话原来是从哪儿来的，都无关紧要”。所以，耀邦花

了一年时间整出来的比较好的一个文件（虽然有很多妥协），通过之时也就是埋藏之时。六

中全会人家记住的就是邓小平讲的，“反自由化至少还要二十年”，你胡耀邦搞的那些根本没

人理你，不但如此胡耀邦还算是右。会开下来就是这个结果。 
访：其实“三宽”还有个大题目可做，从您提出“三宽”一直到提出“三个反垄断”（按：

朱厚泽近年提出“反对经济垄断主张市场经济，反对政治垄断主张民主宪政，反对思想垄断

主张多元文化”），这是重大的立场的转变，一个重大的突破。 
朱：三宽是站在官方的立场对各级官方打招呼，要改变一点方针，不要箍得那么紧，

要让人家自由一点儿。反垄断完全是站在另外一个立场上来。 
访：人民的立场或者是历史的立场，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从这一点看，我觉得您比

胡耀邦幸运，就是走了这个历史过程，耀邦没机会、没时间来走这个过程。 
朱：多活了十几年。 
访：快二十年了。 
 
（以上内容根据朱厚泽先生 2008 年 5 月与郑仲兵、窦海军、李宇锋谈话录音整理） 

 
 

 


